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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底，国家数据局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了

《“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

该文提出的“数据要素 ×”与八年前的“互联网 +”

相比，不只是我国政策表达上的概念变化，更是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体现的新质生产力的

根本不同。就科技革命对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改

变和引领带动作用而言，人类已经迈入“数智时

代”，即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型

工业化时代，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

显。这一判断自 ChatGPT 发布并且不断升级换代

以来，已经没有什么质疑和争论。人们从数字智能

引爆的对人类工作与生活的全面渗透深切感受到，

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方式和运作逻辑正在被颠覆。

数智技术引领的这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比数

百年来发生的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都

更为宏大和深远。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

历史阶段，任何抱残守旧者都会被淘汰出局。旧的

生产逻辑和发展模式不再适宜，在此基础上建构起

来的现代教育理论也不可能解释新的生产逻辑和

发展模式。因此，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全面反思

与升级教育理论，包括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课

程观和人才观”，重新回答“什么是知识”“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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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知识”“我们为什么而学”“教育需要培养

什么样的人才”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 [1]。事实上，

我国教育理论界已经展开了对数智时代教育发展

问题的研究，而且有学者试图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

题和对教育本质的再思考置于建构中国教育学自

主知识体系的语境当中 [2]。在概念理解上，“数智

时代”是就历史时间坐标而言，指向人类共同面临

的问题；“中国教育”是就地理空间坐标而言，指

向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不过，我国教育理论

界将时空坐标进行综合观照的研究成果较少。总

体来看，教育技术学专家偏重于数智时代教育变革

研究，教育基本理论专家偏重于中国教育学知识体

系构建。对作为一种“类型”的职业教育的研究，

其成果也存在这种“隔离”现象，有的只谈数智时

代职业教育变革，有的只谈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构建。

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努力构建中

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甚至使之成为近十多年来职

业教育研究热点之一。就已有研究成果而言，存在

两大问题：一是缺乏对历史坐标的观照；二是没有

使职业教育“找回自己”和“关心自己”。这两大

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

思维囿于传统工业化。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理论体

系的建构，实质上是“话语体系”的建构。我国职

业教育理论话语一直囿于西方现代性模型，其核心

概念是产品标准化和人才规格化。例如，有学者强

调从跨界性、职业性和应用性赋予职业教育和普

通教育同等地位 [3]，有学者把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

育的本质属性 [4]，也有学者把职业性和技术性作为

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5]。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不同

研究中找出关于“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适应性、

中介性、产业性、应用性、多样性、生利性、大众性、

职业导向性等不同表述。有研究者对上述观点提

出批评，认为是概念界定不清，将职业教育本质属

性或特征等同于职业教育的本质 [6]，或者是把职业

教育功能混同于职业教育本质 [7]。一些研究者试

图从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出发，提出把“职业技能

授受”[8] 或“技艺授受”[9] 作为职业教育理论建构

的“基点”。以周明星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尽管提

出了“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现代职业

教育特性 , 建构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逻辑

体系”，但是在微观的核心问题界定上仍然局限于

“如何对接产业标准适切授受职业态度、知识和技

能”[10]，在研究视野上仍然停留在主张摆脱学科体

系思维而建构跨学科或跨界性的职业教育理论体

系 [11—14]。大致说来，批判“学科性”而建构“跨学

科性”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既是我国职业教育理

论界的共识 [15]，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工

作的局限。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从技术哲学

视角探讨“技术生存”[16] 或“技术特征”[17] 作为职

业教育理论基础的可能性，这是很有价值的，但这

些探讨仍然没有走出传统工业化和西方现代性的

局限，往往是先入为主地只看到技术哲学的“技术

性”，却无视技术哲学是一个内容庞杂的研究领域。

由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思维和建构话语的局

限，研究者关于职业教育理论基础的论述也就必然

是拿来主义的大拼盘。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说为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

理论基础”[18]，有研究者则把系统论、需求层次论、

产教结合理论、产业发展理论拼凑在一起作为理论

基础 [19]。于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跨学科”

往往变成了对其他学科话语的“窃取”。

总之，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目前仍然滞

留于旧模式和旧时代，还没有站在数智时代的生态

园里建构职业教育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因此，我

们必须承认当下正在发生的这种现象：尽管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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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政策话语上被赋予重要地位，在理论话语上也

显得热烈而强健，但是一旦遇到必须深入推进的职

业教育实践，通常就会不由自主地显出无力感和无

能感。从这种现象我们看到，职业教育的知与行在

当下往往呈现一种割裂状态，这种状态使职业教育

从业者和观察者在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情绪上均

显得浮躁而焦虑。进一步分析现象背后的根源，我

们可以发现，现行的作为“类型”的职业教育理论

话语体系曾经行之有效，但是在解释和应对新质生

产力及其发展模式时却已经力不从心。这说明，改

变势在必行。

本文要思考和论证的问题是：当人类已经迈入

数智时代的时候，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应坚守传

统的“效率主义”，还是说需要转向一种与之不同

的“生命主义”？本文认为，基于传统工业时代物本

逻辑和规格要求而建构起来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

在数智时代的存在基础正在消解，因此我们需要重

构一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

体系。本文将从三方面进行论证：一是传统工业时

代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及其建构逻辑；二是数智时

代的新质生产力需要新的职业教育理论；三是数智

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重构审思。

二、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及其建

构逻辑

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生成于工业时代，演变于工

业时代。传统工业时代有三大职业教育话语体系，

都有其存在合理性，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效率主

义话语体系，也称泰勒主义或福特主义，是传统工

业经济对高效率技能型劳动者批量需求的必然反

映，物本与效率成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

（一）本文对“传统工业时代”的定义

众所周知，以学校为载体的职业教育制度是人

类工业革命的产物，并且这种制度随着工业化的不

断深入而不断调整内核和形式。一般认为，人类至

今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生在 18 世纪后

期至 19 世纪中期，称作“蒸汽机时代”；第二次发

生在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前半期，称作“电气时

代”；第三次发生在 20 世纪中期至 21 世纪初，称

作“信息时代”；第四次发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

现的当下，称作“数智时代”。正在发生的第四次

工业革命与前三次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通过

技术革命来提高“人的工作技能”，这个本质没有

改变；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却是直接用“机器工

作技能”取代了“人的工作技能”，它所形成的新质

生产力要素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者”概念

需要在人工智能场景中进行重新理解。因此，我们

从数智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把前三次工业革命所

形成的具有相同本质的工业时代统称为“传统工

业时代”。当然，数智时代和传统工业时代不是截

然分开的，新旧生产力在不同时代交织存在。但是，

教育的发展却不能因此滞后守旧，而必须选择为新

的生产力服务。

（二）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

话语是一种具有关系性和功能性的系统存在，

“建构到人借以造就自身的那些功能的整个经济结

构中去”[20]。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可

分作三大体系：审美启蒙主义话语体系、工业效率

主义话语体系和实用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生成于

“蒸汽机时代”。这个时代属于“原始工业化”[21] 阶

段，农村与城市、手工业与机器工业激烈交锋，但是

工厂技能劳动者需求却与日俱增，因此瑞士启蒙主

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尽管身在乡村农场，却创办了

世界上第一所“工业学校（industrial school）”[22]。裴

氏认为“一切都变动了”[23]，他坚信职业教育是通向

人类真正教育的大门，主张“必须多办训练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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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机构，必须培养各个行业的专门人才，使成人

各个有专长有职业”[23]。裴氏受到当时启蒙哲人群

体中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建构了审美

的启蒙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他在著作中的常用词

是大众权利、公民教育、职业技能、直观教学、适应

生活、神圣天性、心的连接、专门人才、有用成员等。

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是初等教育层次，与公民教

育是一回事，不存在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两个系

统，不存在规格、标准、匹配、效率之类的话语。不

过，审美启蒙主义并非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

系。裴氏也曾说过，在“用字词给一些概念作哲学

式的切实定义这方面”成效甚微，但他不是没有哲

学探究的能力，而是时代现实要求他必须首先成为

一个实践家 [24]。

“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生成于

“电气时代”。值得指出的是，在“审美启蒙主义”

和“工业效率主义”两种理论之间，有一个关键性

过渡人物，他是“德国职业教育之父”凯兴斯泰纳。

凯 氏 向上继承裴斯泰洛齐思想，提出现代国家学

校或国家公立学校概念，称为“工业学校”，也称为

“劳作学校”（work school）或“职业学校”（vocational 

school），学校目的是“培养有用的公民”，公民“必

须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家的某些职能，或者说他必

须从事某种职业”[25]。像裴斯泰洛齐一样，凯氏没

有把职业学校和普通国民学校分开，也没有使用规

格、标准、匹配、效率之类的概念，但是他放弃了裴

斯泰洛齐的“审美”话语，强调了职业学校的“技

术教师”“教学集中性”和“学校成为学生未来职

业的准备场所”[25] 等话语，既为“双元制”职业教

育理论建构埋下伏笔，也为“工业效率主义”职业

教育理论建构埋下伏笔。“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

育话语体系是美国“社会效率运动”及其“进步主

义教育运动”在教育改革上的直接产物。美国人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受益最大，对传统教育的“低

效无用”感到不满，一些改革者呼吁学习德国职业

教育，建立实用性的国家公立职业中学，以此“服

务寻求职业机会的人”和“高效生产的社会”[26]，

这一改革最终因着 1917 年国家教育立法而落地。

“工业效率主义”相较“审美启蒙主义”有三大变

化：一是把国民学校分成两类，其中一类为专门的

职业学校；二是把职业教育从初级层次提升到中

等层次；三是以“最大程度的效率”为职业教育目

的。[27] 建构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有

“职业教育应当发生于最逼真的工作环境”“职业

岗位培训内容的唯一可靠的来源是职业能手的经

验”[28]“使个人为有用的就业做好准备”[29]，以及“人

力是资本”“工作即商品”“职业教育培养岗位工

作技能”[30] 等。由于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以特

定的职业期望和工人生产产品为导向，为每个学生

提供一种适销对路的工作技能”[31]，满足了传统工

业经济对标准化、合规格“高效劳动者”的需要，因

此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了统治地位，即使人类进入

“信息时代”也没有得到较大改变。

“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是美国实用主

义哲学的产物，也生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实

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建立了实用主义的职业教育理

论体系。由于同样生成于美国“社会效率运动”以

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因此“实用主义职

业教育”和“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两种理论话语产

生了激烈交锋。杜威特别反对“二元论”，因此也特

别反对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开办独立体系的职业学

校，他直言自己与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代言人斯奈登

之间“存在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教育分歧”[27]。杜威

为“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的出场和生存提供了五点

理由：“一是在民主社会中，体力劳动和一切生产

实践活动受到尊重；二是工业性的职业使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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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工业生产和就业问题；三是工业生产需要

技能知识；四是知识追求变得更有实验性；五是操

作、探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32] 实用主义职业教

育理论话语体系可以用“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

会”和“经验即探究”进行概括，这一话语体系的

基本理念是从裴斯泰洛齐出发的，但是在职业教育

哲学思想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建构上已经远远超越

了审美启蒙主义的原始工业化。实用主义职业教

育作为一种追求教育理想的理论话语，自诞生后就

被广泛接受，但是在实践中却很少被各国政府纳入

国家主义教育制度体系。

（三）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

逻辑

现代职业教育在人类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中

诞生和发展，与国家经济政治息息相关。18 世纪

末，裴斯泰洛齐为什么要创办职业学校？因为在那

个蒸汽机轰鸣和思想启蒙的环境中，裴斯泰洛齐

看到了“人”与“工作”的严峻问题，他要“为废除

社会特权、争取公民平等而斗争”[33]。当时，“受过

教育的工人（educated worker）”这个概念已经被提

了出来，裴斯泰洛齐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创造一个

真实的环境，将农业劳动和发展工业的工作联系起

来，为贫穷儿童进行谋生教育，使他们能够靠自己

的力量克服贫困”[34]。裴斯泰洛齐的办学目的不是

为了提高雇主的工厂生产效率，而是为了救赎和启

蒙。他说：“成千上万的儿童被迫在街上流浪，他

们需要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应该学习阅读、写作

和算术。我要尽可能多地接收这些可怜的孩子，教

他们读书，教他们编织。他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家，

他们要走在正道上！”[35] 因此，裴斯泰洛齐主义的

职业教育是救赎或审美意义上的启蒙主义，不是效

率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和职业主义的。在当时

新旧政治力量角逐的欧洲大陆，各国政府都不得不

面对失业、危机、就业、教育等等重大问题，因此，裴

斯泰洛齐的办学思想才能被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

开明君主共同接受，将其作为各国实施国民教育的

基本理论。由此可见，启蒙主义职业教育的建构逻

辑符合蒸汽机时代的政治冲突特征，它的意义在于

使学校教育从贵族向平民转变、从特权阶层向全体

公民转变、从上层思想向下层劳动转变、从无用知

识向有用技能转变。“启蒙主义”前面加上“审美”

限定语，是裴斯泰洛齐“救赎之爱”对工具理性主

义的矫正。

为什么人类工业化进入电气时代会出现效率

主义职业教育？因为此时资产阶级已完全登上国

家政治舞台，于是在市场竞争中快速提高国家工

业效率成为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这时期，德国

经济后来居上，美国人看出了德国经济的职业教

育秘密，即“工人是国家资产中最有价值的，拥有

这一资产的国家将是一个成功的竞争者”[36]。借

着科学主义盛行和美国社会效率运动，一些改革

者主张大力提高教育效率。那么，其路径何在？此

时，两项影响颇大的科学实验成为工业效率主义职

业教育理论建构的科学基础。一是泰勒的“顺从

机器”科学管理实验，得出了“生产线是确保劳动

者服从所设计的工作流程的一种手段”的结论 [37]，

影响到课程目标“细分化”和课程内容“产品化”。

用“职业教育课程论之父”博比特的话来说，即

“从头到到尾的工作都是为了同样的产品”[38]。第

二项是桑代克的“刺激—反应”心理学实验，得出

的结论是“技能培训转移没有发生，学校教育的最

好效果是接近工作环境”[30]，影响到职业学校的独

立设置以及“校长即经理”和“教师即工头”等理

念。尽管不乏反对声音，但是因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士兵和劳工培训的迫切需要，工业效率主义职业

教育被时任总统以签署法令的形式确认下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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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按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戈尔丁和卡茨的说

法，20 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和“人力资本世纪”，

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作为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经

济增长的手段而被推广开来 [39]。

实用主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生成逻

辑来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

技术是实用主义哲学绕不开的核心话题，但是实用

主义是在探究的意义上看待技术知识的，认为“探

究性”一方面消除了技术知识的“确定性”，另一方

面决定了技术知识必然生存于“工作情境”中。杜

威批评说，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二元论”从知

识确定性观念出发，“认为生产科学低于那些理论

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40]，已经无法解释现代劳动

的探究性特征。基于此，杜威创建了实用主义职业

教育的哲学话语，他指出劳动过程就是探究过程，

具有教育价值，劳工阶级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教育权

利，职业教育既有民主思想做基础，也有知识论逻

辑做基础，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不是对立关系，而

是融通关系。

回顾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的建构逻辑，

三大理论话语体系既有联系，也有很大不同。我们

看到，尽管人是文化存在，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持

续，发展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单位所需的物理资源数

量大幅增加，被认可的人是在经济上作出贡献的

人，职业教育被迫将人视为一种经济存在，而不是

文化存在”[31]。因此，职业教育的历史就演变为一

部人类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技能，进而努力提升其经

济地位的历史，基于物本逻辑和规格要求而建构起

来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就在传统工业时

代居于统治地位。当然，在传统工业时代也始终都

有笼统地反对全部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及其制度框

架的人。例如，美国新人文主义领军人物白璧德就

彻底反对职业教育和专业课程，他强调精英教育和

古典课程的重要性，认为文明的希望不在大众而在

精英身上 [41]。今天，尽管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已经通

过与普通教育相融通等方式而对效率主义色彩有

所淡化，但总体来看，从美国发端的工业效率主义

职业教育理论对其他经济后发国家的教育影响是

巨大的。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形成的职业

教育理论体系就是基于这种工业效率主义，它恰切

地诠释了我国传统工业时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技

能型人才批量需求的逻辑。

三、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呼唤新的职业教育

理论话语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数

智技术重新配置效率，传统工业生产效率必然被

新型工业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所取代。笔者认为，

当传统工业化转向新型工业化、传统生产力转向

新质生产力的时候，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逻辑基

础应当从物本转向人本，主导思想应当从效率主

义转向生命主义。

（一）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已不适应新

时代要求

探讨职业教育理论基础，必须做好三方面研究。

一是历史逻辑研究。职业教育是人类技术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二是知识论逻辑研究。职业教

育反对知识二元论，承认实践知识及其探究性特

征。三是教育目的研究。职业教育是大众教育和

技能教育，目的是创造美好就业生活。传统工业

时代形成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人类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中产生的经济效

率和社会公平问题，特别是在效率意义上满足了

各国制造业经济高速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批量需

求。但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智

时代的新型工业化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传统工业

时代的职业教育理论已不适应新时代要求。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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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

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

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质态”[42]，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不同于传统工业化

生产环境中的技术技能工人，而是掌握数智技术

技能和具有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劳动者或“数智工

程师”；职业教育机构也不再仅仅是为工作做准备

的“人力资源池”，而是与工作世界构成开放共享

生态系统的“技能型社会”。

具体而言，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的核心

话语体系是工业效率主义，建构这一话语体系的效

率主义物本逻辑基础在数智时代不存在了，因为

“培训工人技能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一根本的生产

目的正在被效率更高的“数智效率”取代。如果数

智时代的职业教育依然试图在“刺激—反应”的逻

辑世界中谋求生存，那么职业教育既不可能实现自

我拯救，也谈不上有拯救他人的技艺。刘擎教授从

社会学角度评价效率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经济

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

会心理的危机。”[43] 因此，传统工业时代的职业教

育理论体系，以及由该理论体系所形成的职业教育

治理体系、人才目标、课程模式、教师特质等都需要

发生根本变革。“新质生产力”这一表征数智时代

生产力变革的中国话语，需要一种与之相呼应的中

国职业教育新理论话语体系，用以赋能新时代中国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二）建构一种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

的意义

“生命主义”这个提法可能还是一个值得推敲

的、并非独一无二的命名，但是当我们让这个名称

回到新质生产力下职业实践的“粗糙的地面上来”

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有价值的 [44]。我们看到，许

多毕业生拿到专业技能证书之后很难就业，因为专

业所对应的行业已经日薄西山，相关企业纷纷裁员

或倒闭；但是，开设新的专业又无所适从，因为新的

行业还没有完全诞生，相关企业还在创造和孕育之

中。在这种剧烈变化的非确定市场环境中，职业教

育还要去哪里“拼效率”呢？职业教育的唯一前途

是指向“产生生命的生活”诉求 [45]，走生命创造和

技术创新之路；或者用实用主义哲学的话来说，即

职业教育必须走“探索”之路，探索什么是有意义

的生活，“发现一个人和他的工作的关系，能使他

对他正在做的工作有兴趣”[46]。

建构一种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的意

义在于，把职业教育看作能够生态化处理人与工作

关系的一种“生命现象”，强调“人”是职业教育中

技术性和思想性的综合体。在数智时代，数智技

术比人工劳作更有效率，但是数智技术的“阿喀琉

斯之踵”没有人类思想，当然不可能有人类生命的

丰富情感，而思想能够给智能机器致命一击，凡是

被注入思想的职业都会在大变局中获得新生。因

此，善于应变的审美生活技能正在不断挤压特定岗

位的工作技能；在“就业地变成宿营地”[47] 的就业

环境中，公平问题、职业幸福感和美好生活体验变

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不仅要走

进经济效率和就业谋生的世界，更要走进社会公平

和乐业生活的世界，职业教育必然要从社会本位

的“人力资源池”角色转向个人本位的“职业创造

者”角色，这不仅是关乎技术与工作的职业教育学

命题，而且也是关乎“生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

话的人”[48] 有无大写历史的社会学命题，更进一步

说，这是关乎能否看到“自由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创

造形式”[49] 的哲学命题。

因此，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应当包括

“生命、生长、生态”三大关键词。一是回归人的“生

命”本质。这是新型劳动者在数智技术中坚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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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思想尊严”[50] 的根基。二是突出教育“生长”特征。

技能人才的“再技能化”围绕劳动心智和创造兴趣

而不断增长。三是营造教育“生态”系统。所有人

热爱并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所有劳动者“都能在劳

动中发现广阔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

感受快乐”[51]。生命主义职业教育适应技能型社会

的教育生态，人们看待职业教育的眼光将不再由低

学术成就、低教育抱负、低社会经济地位决定 [52]，此

时的劳动者应当是“快乐劳动者”。100 多年前，马

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探讨过“快乐劳动”问题，他们

认为当人束缚于劳动并且片面化发展的时候，“劳

动快乐”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

是实现“快乐劳动”的前提；恩格斯指出，“自主劳

动、兴趣劳动、尊严劳动”是实现“生产劳动从一

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的三个必要条件。[53] 如今，

这些条件具备了吗？未来学家里夫金认为“快乐劳

动”正在成为现实，因为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劳

动生态，很可能使人类进入自由劳动阶段，劳动者

将进入一种“劳动的深层游戏”[54]。尽管实现“快

乐劳动”仍然是人类愿景，但是数智时代的新质生

产力已为此提供了必要条件，而生命主义职业教育

话语体系则为此建立了理论基础。

（三）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的建构逻辑

职业教育旧范式的物本逻辑基础在数智时代

已经失效，建构一种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

是基于“人本”逻辑。由此，我们需要把职业教育

看作一种生命现象，这是就职业教育对象是“人”

而非“物”而言。康德在哲学上第一次阐明了人与

物的关系，他指出物是手段，人是目的，而且每个

人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必须同时把自己和别人都

尊为目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常常偏离其本

质，把自己或他人视为手段。尽管我们今天已经不

再抽象谈论“人是目的”，而意识到目的和手段永

远交织在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身上 [55]，但就职业

教育培养目的这个具体语境而言，只有回到人的生

命本质，职业教育才能走出数智效率制约人工效率

的困局。换言之，只有让思想牵住技术的缰绳，使

职业教育回归人的思想存在方式，并进而“提高劳

动者才智的效率”[56]，才能体现数智时代职业教育

的新价值。

新理论形成新范式的话语建构过程，对于旧范

式来说无疑是革命性的，但是“一个新范式往往是

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之前就出现了”[57]。传

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包括三大话语体系，其中

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居于统治地位，它取代了审美启

蒙主义职业教育，也掩盖了实用主义职业教育。但

是，实用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效率主义危机的发现者。

杜威很早就指出，效率主义职业教育提高的是“技

术性的职业的效率”，而不是“劳动者才智的效率”，

其结果必然使大量劳动者出现“技术性失业”[56]。因

此，建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我们可以在实

用主义职业教育那里找到思想源头。职业教育原本

就有“生命性”，杜威早就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思

想，认为职业教育“能够而且有潜力发挥个人和社

会的解放作用”[58]，只是在传统工业生产力场景中被

工业效率主义话语体系做了“价值涂层”[59]。但是，

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毕竟是在传统工业时

代形成的，进入数智时代必须进行生命主义话语重

构，例如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重构为“教

育即创造”“学校即共享”，在根本上从“工作即谋

生”走向“工作即快乐”。在这个意义上，建构生命

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不是增加新元素，而是重构

新世界，使职业教育回到人的生命本质。

话语体系的存在特性决定了其自身必然有不

同形式和内容的话语重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话

语重构的理想目标是，使职业教育走出体面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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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性逻辑，以“认识自我、关心自我”的生命

状态坦然应对“人机互动”新世界，进而走向自由

劳动的美好人生，主要包括：（1）从物本转向人

本，即转变职业教育的逻辑路径，回到生命教育原

点；（2）从实践转向体验，突出个人工作感受并理

解工作意义，享受目标完成的成就感，这是人工智

能技术所根本缺乏的；（3）从跨界转向生态，把职

业教育从经济工具所制造的分离和再融合的循环

中解放出来，使职业教育在“有边无界”的生态场

景中实施，培养学生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互生共

情能力；（4）从适应性转向创造性，使职业教育不

再被动地挖凿人力资源池，而是创造美好生活世

界；（5）从“手脑并用”转向“手脑心合一”，在职

业教育培养人才中强调“技术思考，用爱连接”；

（6）从雇佣劳动转向自由劳动，从就业谋生转向美

好人生。生命主义不是在未来被超级人工智能机

器奴役的技能谋生主义，也不是启蒙运动时期那种

审美启蒙主义，而是把个体生命意义和情感体验放

在首位的一种生态生长的自然境界。因此，生命主

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本质是“找回自己”，它的

意义用主体诠释学的说法就是，持续地追寻和拷问

“我是谁，我是什么身份，我正在做什么，我是否与

真理在一起”[60]。

四、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重构

审思

新理论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旧范式发生危机的

产物，如库恩所说：“危机是新理论出现的前提条

件。”[57] 在论证如何建构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

论体系之前，我们需要对现行职业教育体系进行再

审视，并基于此作出回应。

（一）作为“类型”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再审视

“类型”还是“层次”的问题是在中国职业教

育需要大力发展而社会吸引力不足的背景下被提

出来的，2019 年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

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结论被写入

国家文件，2022 年该结论又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

“类型说”是中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职业教育体系

之后，对于治理制度的一种政策表达，是职业教育

试图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安排，对于健全中国职

业教育现代化体系、推进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的意见》，这份文件对作为“类型”的中国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作出了重要指引，指出“建

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

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等改革方向。教育部将其

意义解释为“五大转向”：功能定位由“谋业”转向

“人本”，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服务场

域由“区域”转向“全局”，发展路径由“分类”转

向“协同”，办学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61]。这

种“转向”思想对于重构数智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

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应当承认，很多人并没有从

这份大而全的文件中发现其理论重构价值。在笔

者看来，如果不走出传统工业时代的职业教育思维

模式，就像华为总裁任正非所说，如果“中国现在

的教育还是沿着工业社会那种教育方式”[62]，那么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时代转向”必然有很

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影响面很广，不仅影响到院校治理体系，而且影响

到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开发模式和教师队伍建设。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现行体系在理论建构上是不是

传统工业时代的效率主义？有没有出现危机？我们

在体系治理上选择了“双轨并行”“就业导向”“向

上打通”“职普融通”，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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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双轨”

运行存在封闭性、选择升学人数越来越多、本科转

型陷入窘境、职普融通渠道不畅、教劳职能机构分

离等 [63]，而且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缺乏“效度”的问

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很多职业院校仍然存在

浓厚的精英主义意识，开放分享与大众服务意识不

够。应当承认，有些职业院校确实是把“类型特色”

和“效率主义”画了等号，在理论话语上仍然强调

物本逻辑和经济依附性（如“校长即厂长”“合格

的产品”“好用的人才”），不断在线性空间维度拔

高教师的“跨界性”和“工具性”，却忽视了其他维

度要求，如课程开发模式还停留在满足传统工业经

济对标准化劳动者的要求方面。总之，很多人并没

有真正基于人类数智时代是对传统工业时代的伟

大革命，用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来讨论职业

教育这一教育类型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二）重构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

思考

重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首要的是转变时

代思维模式，从传统工业时代思维转向数智时代思

维；其次要改变话语体系，从传统的工业效率主义

话语转向数智时代的生命主义话语；第三要从中国

文化土壤出发，建设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的

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如果不在这三个方面着

力，那么所有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概

念、范畴和逻辑都是空泛的。

第一，树立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生

态思维。“生态”表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及自身的

生机、平衡、共生关系，“生态思维”是将人与自然

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和谐发展作为价值取向的思

维方式。从生态思维来看，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

理论体系建构，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新型工业化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新要求”[64]。进入数智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分工

模式和生活样式都在改变，建立主体间良性竞争、

协同创新、迭代演进的生态系统成为必然要求。因

此，理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语境转向，最好

是从生态思维出发，分析职业教育生命得以生长的

“网状关联域”。例如，从生态思维去理解职业教育

教师的“双师型”特质，就会发现这一理论范式所

指向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线性空间，在外延上已经不

能概括数智时代多维场景中的职业教育教师特质。

职业教育教师在数智时代必须学会理解和善于处

理“人机关系”，建立职业教育教师的“心手脑和

谐”特质。清华大学彭兰教授把“人机关系”定义

为“人文精神与机器效率的关系”[65]，是很有价值的。

职业教育教师必须重视职业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养

成，以爱的连接促成“心手脑和谐”。

第二，转向数智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生命

主义话语。职业教育生命主义话语表明，职业教育

必然从技术技能的经济效应转向社会生态效应，在

产教、校企以及人与工作之间体现多维互动的共时

性和共在性。在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中，人

与工作的关系需要根据技术、商品、消费和幸福的

生态联接而重新定位，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的关系

需要根据人的天赋才能、职业志趣和职场生活的统

一性而重新定义。例如，生命主义职业教育不再有

“实训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产学研创中心”；不再

有“就业岗位技能”，取而代之的是“美好生活技能”。

生命主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生态思维的必然体

现，例如发展绿色职业教育、全纳职业教育、关心自

我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培养绿色经济所需的生态

意识、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用制度保障所

有劳动者的生命尊严和生活幸福，所有人热爱并愿

意接受关心自我的职业教育，愿意用“心之爱”连接

手与脑。这个时候的学校围墙已经消失，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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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工作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体力劳动和脑

力劳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生命主义职业教

育强调人才培养整体观，强调技能知识的连续性，反

对把连续性的工作过程进行肢解，反对把完整的任

务模块变成若干个训练技能点；强调技能学习生活

化，强调生命的好奇心和探究欲，追求人人出彩、劳

动快乐，把职业教育作为全民生活教育。

第三，建设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中国

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人工智能的心智计算理论是

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的思想体系形成的，

他们只是把认知转化成计算，因此数智时代的一个

重大问题是：如何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中建立生命主

义文化连接 ？[66] 换言之，基于生命主义建构中国职

业教育理论体系，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的教育建构问题。东西方文化中有各种

各样的生命主义 , 中国文化中的生命主义推崇“天

人合一”和“生命伦理”，前者蕴含和谐共生理念，

有利于在数智时代新场景中建构职业教育内外部

的共生关系；后者蕴含“致良知”哲学，有利于引导

数智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以“爱的联索”构建起

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最早是从西方国

家移植的，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这种状况容易

造成中国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焦虑情绪，比如中

国人的文化心理对职业院校的教师行为和校企合

作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双元制”在中国实

践中很难取得像德国本土那样的成效。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在数智时代建立生命主义职业

教育理论体系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以职业教育改革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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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tilitarianism to Lifeism: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Digital Age

XU Pingli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an efficiency orien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ed based on material logic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era. Efficiency orien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hasizes "training workers in skills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which largely meets the mass 

demand for skilled talent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economy. However,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can no longer interpre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eds of the digital age. In China, the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repres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digital age, urgently requi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lifeism i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humanistic logic, and also start from the soil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w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means to 

empowe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oretic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fficiencism; 


